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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嘉庆《新安县志》纂修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记载广东省新

安县（包括今深圳市大部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状况的

官修志书。主修者时任新安县知县舒懋官，受家族影响，加之自身才华，对方志修纂着意颇深。

结合历史和时代变迁，通过自身实地调研，在对康熙《新安县志》等旧志进行修正的基础上，纂

修出一部体例完善、记载翔实的上乘佳作。嘉庆《新安县志》的体例为纲目体，凡二十四卷（不

包括卷首），共十三门类，篇幅和内容比康熙《新安县志》多了近一倍。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

在：体例精当，内容详实；凸显特色，彰显人文历史；重细节处，叙事准确，相比旧志能够更加清

晰准确地呈现出新安县的人文地理风貌。嘉庆《新安县志》是目前记载深港两地古代历史状况

仅存的两本方志之一，从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文化底蕴和军事活动等方面对其史

料价值进行挖掘，有利于深入研究深圳和香港两地的古代历史，密切两地人文交流，增强香港

同胞的民族认同感，构建人文湾区。从文化视角来看，该志书蕴含着深港同宗同源的历史文化

资料，同时也包含着深圳和香港独特的民俗资料，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为研究深圳和香港的

客家移民文化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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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编纂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延续两千

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详细记载各地方

历史沿革、经济状况、社会治理和人文风物等

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等功

能，是治理地方乃至国家的重要依据，也是赓续

文化血脉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浓厚

的方志情怀，喜欢读志、善于用志、重视修志，

他曾指出：“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

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

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

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①

具象的实证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志的

功能。嘉庆《新安县志》为了解古代的深圳和香

港提供了最好的实证材料。秦汉至明朝万历元

年以前，今深圳、香港地域先后隶属于番禺县、

宝安县和东莞县，其方志内容包括在元、明时期

先后修纂的近十种宝安、东莞县志中。明万历元

年（1573年）从东莞县析置独立的新安县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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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志修纂十分频繁，至清末先后有万历《新

安县志》（知县丘体乾修）、崇祯《新安志》（知

县李玄修）、崇祯《新安志》（知县周希曜修）、

康熙《新安县志》（知县李可成修）、康熙《新

安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知县靳文谟

修）、嘉庆《新安县志》（以下简称“嘉庆志”）

（知县舒懋官修）六部。不过，后世存者仅最后

二部。[1]因此，嘉庆志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记载

包括今深圳和香港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官修志书。本文谨对嘉

庆志的修纂、体例沿革及特点和史料价值进行

概述，以期为推进深港古代史研究、挖掘深港

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蕴提供有益参考。

一、舒懋官与嘉庆志的纂修

舒懋官（1763—1832），字长德，号萸房，江西

省靖安县人，“生而端重，读书颖悟过人”[2](P210)。

靖安当地舒氏家族人才辈出、文风兴盛，宋至

清代共出进士9人[3]，其中，舒懋官于乾隆五十八

年（1793年）中进士，其子舒恭受于嘉庆二十五

年（1820年）中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补应

殿试，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舒懋官自嘉庆五年

（1800年）开始任官广东，历任英德、丰顺、潮

阳、新安、香山县令，为官清正、秉公执法、善

断疑狱，深受百姓爱戴。舒氏家族在纂修志书

方面的突出贡献尤值一提。据明代至民国《靖

安县志》历代版本记载，靖安舒姓家族七代先

后有12人纂修志书10种。[3]受家族影响，再加上

自身才能，舒懋官对方志修纂着意颇深，其代

表性成果就是嘉庆《新安县志》。他在初任新

安知县时，便有重修《新安县志》之意，因为他

在检阅《旧志》时发现：“自康熙戊辰，前令靳

公修纂后，迄今百数十年”[4]，新安县各方面情

况已大有不同。然不久，舒懋官实调香山知县，

遂作罢。他再任新安知县后，“适承宪檄，以接

奉部咨应入《大清一统志》事宜，如有遗漏，造

册补送。大府即乘此纂修《广东通志》，饬令采

访事实，以备选录。余奉命惟谨，而亦可藉此一

新县志，是固余之本愿也。”[4]因此，他重修《新

安县志》的心愿得以实现。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舒懋官同乡好友王崇熙到广东游玩，便聘

其为总纂，“相与考订润色”[5]。嘉庆志在纂修过

程中，舒懋官作为县官不仅在名义上负责此事，

更是事必躬亲，以获取最可靠资料。他“暇则亲

履四境，延访故老”[5]，重视实地考察，强调客

观事实，不畏艰难，“下乡办案，驶帆于鲸波骇

浪中，危险莫测。查踏内外洋界址，海境了然于

胸”[2](P212)。因此，嘉庆志才能“考订绘图，较若

列眉”[2](P212)。舒懋官辞官回乡后，“日惟小园养

亲”[2](P212)，还“重修双溪县志”[2](P212)，也足见其

对方志纂修之热爱。

清朝学风兴盛，夙儒频出，清代著名学者阮

元曾说：“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

过乎千百年以前。乾嘉中，学者更习而精之，可

谓难矣，可谓盛矣。”[6](P1)舒懋官便是其中的优

秀代表，尤其是他对嘉庆志的纂修可谓厥功甚

伟。书成之后，备受好评，“宫保阮云台先生亲

制序以嘉之”[2](P212)。时任广东督粮道卢元伟“今

得此志而读之，益叹其学之宏，识之大焉”[5]。

二、嘉庆志的体例沿革及特点

志书的体例设置与其质量息息相关，好的

体例能够更好、更精准、更合理地表述内容、反

映特点，从而展现历史的发展变迁。体例并非一

成不变，它会因时而变、因势而新。嘉庆志的修

纂距康熙志已有百余年，新安县各方面状况已

发生较大改变，嘉庆志的体例虽沿自康熙志，但

却有所创新。现将康熙志的目录列举如下，以讲

明后情。

康熙志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由时任

知县靳文谟修、新安县学者邓文蔚纂，属纲目

体，凡十三卷，全书设目八十个，目下又根据实

际需求设置了若干具体内容（见表1）。康熙志

把天文、地理放在前面，而且地理志条目最多，

“夫天文、分野、占验，实通郡国。”[7](P10)当时

的新安县展界未久，对于一些旧志没有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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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康熙《新安县志》目录

卷次 纲次 目次

卷之一 舆图志 县境图、县城图

卷之二 天文志 星夜、气候、风异、占候

卷之三 地理志
沿革、城池、封域、都里、墟市、津、梁、山、海、潮、井泉、古迹、八景、丘墓、
风俗、方产

卷之四 职官志 文官制、武官制、文官表、武官表

卷之五 宫室志 文署、武署、杂署、学校、坛壝、庙祠、邮铺、[坊牌]、台榭

卷之六 田赋志 户口、土田、赋、役、盐课、鱼课、杂饷、屯田沿革

卷之七 典礼志 事典、祀典

卷之八 兵刑志 军制、守城戎器、墩堡、南头寨、汛地、寨船、寨兵、兵壮、刑制

卷之九 选举志 荐辟、甲科、乡科、武科、岁贡、恩监、例监、封爵

卷之十 人物志 名宦、宦绩列传、乡贤、行谊、忠勇、烈女、隐逸、游侠、侨寓

卷之十一 防省志 恤政、灾异、寇盗、迁复

卷之十二 艺文志 条议、纪述、题咏

卷之十三 杂志 寺庙、仙释

表2   嘉庆《新安县志》目录

卷次 纲次 目次

卷首 训典 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高宗纯皇帝、今上皇帝

卷之一 沿革志 县志沿革表格、考附

卷之二 舆地图 舆地一（疆域、分野、气候、风俗、墟市、都里）

卷之三 舆地二 物产

卷之四 山水略 山、水、潮汐、井泉

卷之五 职官志
职官一 文官制、武官制、文官表

卷之六 职官志
职官二 武官表（东莞所、大鹏所、新安营、东莞守御所、大鹏守御所、大鹏营）

卷之七 建置略 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津、梁、坊表

卷之八 经政略
经政一 户口、田赋、盐政、鱼课

卷之九 经政略
经政二 学制

卷之十 经政略
经政三 礼制、祀典

卷之十一 经政略
经政四 兵制、屯田沿革、恤政、仓贮、邮铺

卷之十二 海防略 防海形势、寨船

卷之十三 防省志 灾异、寇盗、迁复

卷之十四 宦迹略 历代、国朝

山水等内容重新整理编入，这也是康熙志的重

要特点。总之，康熙志内容较为详细，能够描述

出当时新安县的地理特征、人文风貌。但康熙

志成书一百余年间，没有人对新安县志进行过

重新修纂，“故其书多缺而不备，而词句既欠剪

裁，体例亦未完善”[8]。直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舒懋官等对旧志进行了增补、调整和删

除，体例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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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次 纲次 目次

卷之十五 选举表
选举一 荐辟、甲科、乡科、钦赐、副榜、拔贡、优贡、恩贡、岁贡、文职

卷之十六 选举表
选举二 武甲科、武乡科、武职

卷之十七 选举表
选举三 廪例贡、例贡、例监、例职、封赠、荫职、重宴

卷之十八 胜迹略 古迹、邱墓、寺观

卷之十九 人物志
人物一 乡贤、孝行、行谊、忠义、忠勇、隐逸

卷之二十 人物志
人物二 烈女传

卷之二十一 人物志
人物三 寿考、寿妇、流寓、仙释

卷之二十二 艺文志
艺文一 奏疏、条议

卷之二十三 艺文志
艺文二 记序

卷之二十四 艺文志
艺文三 文、诗、赞

（续表）

由上可见，嘉庆志例沿革了康熙志例，纲

目体，凡二十四卷，共十三门类，不包括卷首，

比康熙志多了近一倍，可见内容之丰富。对此，

阮元评价道：“是志于疆域、道里、土客户籍，

以及山川、人物，了如指掌，校之《旧志》綦详

焉。”[9]嘉庆志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体例精当，

内容详实；凸显特色，彰显人文历史；重细节

处，叙事准确，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呈现新安

县的人文地理风貌。

（一）体例精当，内容翔实

体例的设置直接影响内容的叙述。比如横

分门类，如若分不科学，则可能出现轻重不分，

要点不突出；或者类大 且空，内容不完整；或

者类小且繁，削趾适履。在康熙志中，把本应

该作为全书纲领的“沿革”，仅附在“地理志”

中；而“海防”是岭表要务，却不列专条；“宫

室志”只注重记录官署、学校、坛庙等；专列出

“田赋志”“典礼志”“兵刑志”等小类。嘉庆

志首设“沿革志”，作为卷一的内容，缕述新安

县上千年行政沿革；设“海防略”，介绍“海防

形势”“寨船”等，体现出新安县作为海防要

地的重要性；改“宫室志”为“建置略”，既强

调“建”也凸显“设置”，叙述了城池、廨署、

学校、坛庙、津、梁、坊表等；把“田赋志”“典

礼志”“兵刑志”统列入“经政略”；专列“宦

迹略”，取消康熙志中把“名宦”附“人物”卷

内的做法，突出有高尚道德的官员对社会民生

的重要影响。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横分

大类上，嘉庆志在“舆地略”“职官志”“经政

略”“选举表”“人物志”“艺文志”几方面都进

行了再横分，保持了大类的完整性，同时又便于

重点内容的突出和查阅。比如，“艺文志”，嘉庆

志里分为《艺文志·艺文一》《艺文志·艺文二》

《艺文志·艺文三》，“艺文一”主要记录“奏

疏”和“条议”，“艺文二”是“记序”，“艺文

三”记叙了“文”“诗”“赞”，这样就能够清楚

表达艺文所要体现的内容和作用，又不会出现

标题过大、内容不完整的现象。

在嘉庆志的十三门类中，每一门类下有一

小序，都是用短短百十字就概述出这一门类的

情况。以“经政略”为例，其内容占本志共四卷

十二目，为本志所占篇幅较多者，然其下小序：

“保庶之谋，莫详于富教；经国之政，尤重乎兵

农。大而天下，小而一邑，胥是道也。推之杂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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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而鱼盐有制，军食足而屯戍有田。惇典庸礼，

祀事孔明；养老恤孤，皇仁普被。备凶荒以丰积

贮，速驿递而严置邮。法在兼收而并用，治亦可

大而可久也。志经政。”[10](P158)共计九十六个字，

高度凝练了“经政略”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可谓

短小精炼、信息丰富。

（二）凸显特色，彰显人文

志书的编纂必须要体现出地方特色，如果

只是一味按照逻辑思路去进行横类的排序，那

就容易出现千志一面。唯有体现特色，才能更

好地彰显人文历史。新安县自有其独特之处，

“广东沿海州县，皆抵海而止；唯新安一县，内

洋岛屿，下有居民，与他所不同。”[9]首先，在篇

目的设置上重视突出地方特色和人文历史。比

如，对于“土著”和“客籍”之分的问题，“《旧

志》亦略而不著”[9]。嘉庆志在卷之 二《舆地

图·舆地一》下设“典史管属村庄”“典史管属

客籍村庄（附）”“县丞管属村庄”“县丞管属客

籍村庄（附）”“官富司管属村庄”“官富司管属

客籍村庄（附）”“福永司管属村庄”“福永司管

属客籍村庄（附）”等内容，使人能够很清晰地

看出编纂者对于土著居民和客籍居民的区分和

考证，“现查本籍村庄五百七十有奇，客籍村庄

二百七十有奇。”[11](P75)客籍村庄几乎占全部村

庄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客籍文化对本地文化

的影响极大。时至今日，客家文化依然是深圳和

香港地方文化的鲜明标识。其次，从插图的内

容和编排上突出地方特色和人文历史。康熙志

中的插图仅有两幅，而嘉庆志插图共十四幅，详

细描画了新安边界（东、西、南、北四方）、新安

县城风貌，新安的知县署、东门外的文庙、新安

海域和海防以及“新安八景”图。这些插图直观

反映了当时新安县的情况和特色景观，可见舒

氏在修纂时特别注重地方特色的彰显。而在这

些图景当中，蕴含着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宗教

信仰、人文风貌等重要资料，在形塑今天深港

两地文化传统、维系共同精神家园方面具有重

要功能。

（三）重细节处，叙事准确

舒氏除了从整 体上把握志书的体例结 构

外，还在细节之处下足功夫。首先，运用表格来

反映县治沿革，一目了然。对于县志沿革，康熙

志用了八百多字的篇幅，而在嘉庆志中，仅仅用

一个表格来体现（见表3）。

表3   县治沿革表
唐虞 南交
三代 扬州之南裔
秦 南海郡番禺地
汉 博罗县

三国 博罗县
晋 东官郡，治宝安
宋 宝安县，属东官郡
齐 宝安县，属东官郡
梁 宝安县。天监中，改东官为东莞，仍领宝安
陈 宝安县，属东莞郡

隋
宝安县，属广州。开皇九年，省东莞郡，以宝安属广州。

大业三年，废广州总管府，属南海郡
唐 东莞县。至德二年，改属广州都督府

五代 东莞县，属兴王府
宋 东莞县，属广州都督府
元 东莞县，属广州路
明 新安县。万历元年，以东莞县守御所置，属广州府

国朝因之。康熙六年，省入东莞县。八年，

复置。[12](P32-33)

由上表可见，短短二百一十五个字，将新安

县的建制沿革清晰呈现于人们眼前。这在当时

不流行运用表格展示的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

的，足见修纂者的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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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对 物产 进 行 较 为 详 细的 记 述，也

体现出修纂者严 谨认真的态度。例如物产的

内容，在康熙志中只列出名字，比如果类，下列

“桃”“李”“柰”“杏”等29种水果的名字。而

在嘉庆志中，同样是记录水果，却会在每一种水

果后进行简述。例如：“油柑子，山果也。皮滑

如李，色青黄，大如弹丸，味甘而微苦，食后香留

舌本。一名洋柑。”[13](P79)通过简短的文字，形象

描绘出了油柑果的形、色、味等具体特征，使人

读后觉得此果仿佛就在眼前。

再次，对疆域的描述更为精准。在嘉庆志

卷之二“疆域”中描写“新安形势，与他处海疆

不同。盖他处地以抵海而止，而新安则海外岛

屿甚多，其下皆有村落，固不能不合计海面，而

遗居民于幅员之外也。且以四至定县治，不能

以县治定四至，故须统计海洋，开方画界。《旧

志》但即县治陆地而论，此四至八到，皆不足

凭。即以正南言之，《旧志》谓抵佛堂门，而佛

堂外如蒲台、长洲、大屿山、担杆山各处居民，

竟不得隶于新安版图乎？”[14](P64)于是，对照旧

志，修纂者经过大量的调研考察，对新安县的

疆域进行了重新勘定。从新安县的“广袤”的长

度，到东、西、南、北以及东北、西南、西北、东

南的“四至八到”都有了明确定位。修纂者还在

所到的每一方位都与旧志进行对比，由此指出

旧志之谬误。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瑕。在康

熙志后百余年新安县没有修志的情况下，嘉庆

志“书以三阅月而成”[8]，必然会有一些不足之

处。首先，有的分类值得商榷。比如在《职官

志·职官一》中，记录的顺序为“文官制”“武官

制”“文官表”，而在《职官志·职官二》中，仅

记录“武官表”，虽然“武官表”的内容较多，但

是笔者认为若把“武官制”列入《职官志·职官

二》下，则更为清晰。其次，在“官富司管属客

籍村庄（附）”中，出现了重复的村庄名称，比如

“莲塘”“沙头井”均出现两次，但却没有进行

说明，就容易产生“一名两地”或者是“两地一

名”的困惑，也给后人带来识读困难。上述为笔

者之浅见，疏谬难免。

三、嘉庆志的史料价值

地方志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珍贵史料。追

根溯源，中国的地方志源于先秦，至宋元时期，

方志之纂修趋于稳定，体例渐至完备，至明清

时，方志之纂修进入繁荣。自元初，始全国性

的一统之志，明、清继之。其中，清廷对修《大

清一统志》极为重视，皇帝直接严厉督办修纂

工作。对于修纂《大清一统志》的目的，清康熙

帝曾有过明确表述：“朕惟古帝王宅中图治，

总览万方。因天文以纪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

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贡 五̇服》，《职

方》九州，纪于《典》《书》，千载可睹。朕缵绍

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

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

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顾

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

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

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钜典，名曰《大

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

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

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机之

余，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

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

服有攸赖焉。”[15]可见，清廷对纂修《大清一统

志》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文化诉求和周知

社会以及地情的强烈愿望。在清廷修《大清一

统志》、粤省修《广东通志》的背景下，嘉庆《新

安县志》应运而生。该志共计十八万余字，资料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旧志资料的沿袭；二

是修纂者通过广泛调研、收集资料而得。相比

旧志，嘉庆志内容更为丰富，记载更为准确，具

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在

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可谓震古烁今，这使很

多人忘却了深圳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

唯物史观强调，偶然之中有必然，从某种意义上

说，改革开放后深圳的迅速崛起，正是由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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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文化多样性交

互作用推动着文化理念的不断更新和文化价值

的不断丰富，从而驱动或引领经济发展、技术创

新和生产方式变革。对香港来说，虽然具有长

达150多年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多种文化在

这里相互交汇，但却始终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

土之中。基于此，本文对嘉庆志的史料价值研

究，就把关注点集中在文化方面。具体来说，主

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嘉庆志中蕴含着深港同宗同源的历史

文化资料

深圳和香港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同宗同

源。嘉庆志比以往的志书更为全面、详实地记述

了鸦片战争之前广东省新安县即今深圳和香港

所在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风

俗、物产、人物、吟咏等诸多方面内容，展现了一

幅比较丰富完整的古代深港历史文化图景。这

对我们研究深圳和香港的古代史，涵养深港同

宗同源的文化底蕴无疑具有重大价值。

于诸多内容中，海防尤重。“新邑三面环

海，则海防尤为急。”[16]嘉庆志中对于海防机

构和设施的记录可谓详细，涵盖了今天深港地

区。在志中的海防图中，把香港等大小属于海上

的岛屿列入其中。从海防设施来看，其所记录

的墩台、塘房、营盘、汛房、炮台等，总共四十三

处，都能在今深港地区找到对应之处。在新近

出版的《香港志总述 大事记》第一卷中明确记

载：“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廷改各墩台

为汛房，香港地区计有屯门、大埔头、九龙、辋

井、城门凹、横州、官涌、蕉迳、麻雀岭、大屿

山、红香炉、东涌口等汛，皆隶屯门汛管辖。”[17]

这些均能在嘉庆志中找到对应，表明深港在当

时处于同一军事管理体制之内。当时最重要的

军事管理单位为新安营和大鹏所防守营。明洪

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廷设立东莞守御千

户所、大鹏守御千户所，并建有所城。康熙志中

记载：“沿海所城，大鹏为最。”[7](P42)康熙三年

（1664年），东莞守御千户所改为新安营，清初

将大鹏守御千户所改为大鹏所防守营，康熙年

间提升为水师营，“康熙七年，总督周题请大鹏

营归并惠州协所属，新安营不辖大鹏，而大鹏营

仍兼防新安。”[18](P197)足可见大鹏营战略地位之

重要。大鹏水师营“管辖位于今深圳东部的盐

田、上洞、官湖、下沙、老大鹏五个塘汛和红香

炉（香港岛）、九龙汛、东涌口汛计泥泞炮台、佛

堂门炮台，共有大炮168位。”[19](P116)1840年，林

则徐将大鹏营改升为协，统管大鹏和东涌左、

右营。1847年，建成九龙寨城，东涌右营移驻九

龙寨，大鹏协派副将参守，内驻九龙巡检。

九龙巡检位于今香港九龙半岛，其前身为

官富巡检司。官富巡检司的功能在于维护地方

治安，处理华夷纠纷，防守海疆。嘉庆志中记录

的官富巡检司所管辖范围的村庄大部分分布于

今香港地区的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只有福田、

罗湖、赤尾、盐田、小梅沙等少数村庄分布在目

前的深圳特区内。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郭棐撰《粤大记》中“广东沿海图”记载的香港

地区图示中，明确标有官富巡检司，其东侧就是

九龙山。在嘉庆志中所绘制的《新安县志》图

中，县城东侧则为官富司。据《香港志总述 大

事记》记录，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廷在

香港地区设置官富巡检司。明洪武三年（1370

年），明廷在官富寨（今九龙城）设立官富巡检

司衙署。明景泰四年（1453年），明廷将官富巡

检司移至要冲之地屯门村，以便于管制。嘉庆

志中所记录的屯门村，在今《香港地名录》能找

到，现已更名为“屯门新村”。[20](P195)康熙十年

（1671年），官富巡检司衙门迁至赤尾村，但仍

然管辖着香港地区事务，嘉庆志中记录：“官富

巡检司署，在赤尾村，离县治三十余里。原署在

县治东南八十里，为官富寨。洪武三年，与福永

同改为巡司。衙宇久坏，涖任者多僦居民舍。康

熙十年，巡检蒋振元捐俸，买赤尾村民地，建造

今署。”[21](P147)赤尾村今属于深圳福田区。鸦片

战争后，清政府痛失香港岛，为了巩固九龙半岛

及其周围地区的战略地位，巡检司设立已经成

为当务之急，终于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将官富巡检司迁回九龙一带，同时变更为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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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客籍村庄通名列举

塘 黄旗塘、大坑塘、九龙塘、莲塘、鼓楼塘、上下塘、马油塘、芋荷塘、羊公塘、象角塘、卢盛塘

坑 横坑、黄榄坑、莲麻坑、柑坑、风坑、担水坑、大水坑、黄沙坑、早禾坑、西坑、白坑

埔（莆） 井坑埔、小莆、坑下莆、牛地埔、深水埔、黄麻莆、蔗园莆

湾 木棉湾、槟榔湾、浅湾、长沙湾、芋合湾、烂泥湾、大湾

围
王母洞围、新围、南涌围、大林围、莆上围、羊头围、东涌岭皮围、塘头围、横村围、塘坑围、水坑围、
丫坑围、长坑围、麻冚围、龙塘围

姓 王姓、戴姓、曾姓、梁姓、张姓、辛姓、陈姓、黄家庄

这些村庄的通名，体现了新安县客籍居民

聚集的类型。首先，主要是反映自然地理的塘、

坑、埔（莆）、湾。从词义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些

字具有不同的形态，但是都是与土、水相关。其

次，是与军事防御相关的围。围本意是四周拦

挡起来，客家文化中，围就是用土木来构筑的

防御设备，这样的建筑一般被称为“客家围”，

但是由一些传下来的含有围字的村名可知，当

时的客籍人为了进行防御而兴建的防御工事，

后来才作为名字保存下来。最后，作为姓氏的

姓。以姓作为村名，可见当时的王、戴、曾、梁、

张、辛、陈、黄都是新安客籍的大姓，这些姓氏

在当时盛极一时，人数众多，聚集集中。当然，

客籍村庄的通名不只是这几个，但是这些都是

曾经出现的。除此之外，客籍村庄的专名则更为

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时至今日，深圳和香港

的客籍居民历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谈及客籍

的村庄，还有许多历史流传下来具有客籍特色

的村名，有的保持不变，有的虽已改名，但是仍

然能感受到浓浓的客家文化特色。从这些客籍

村庄名称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文化与岭南文

化的融合中，客家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够

在自身文化传承中不断吸收其他族群的文化精

华，保护了自己的宗族、赓续了血脉，向世人展

巡检司。

从山水记观之，深港山水相依相连。嘉庆

志中卷之二“舆地图”下的“疆域”中，对于当

时新安县南部疆域的描述为：“南至担杆山海

面三百里，外属黑水大洋，杳无边际。”[14](P64)担

杆山今为香港一山名。在卷之四“山水略”下

的“山”中，记述的“马鞍山”“大帽山”“观音

山”等山名现仍然存在于香港地界内，在“水”

中所提的“担竿洲”“勒马洲”“平洲”等洲名也

可在香港寻其踪迹。在康熙志和嘉庆志中都记

录的“新安八景”中的“鳌洋甘瀑”和“杯渡禅

踪”，现在分别位于香港地区的瀑布湾和青山。

在嘉庆志纂修完成二十多年后，英国与清

政府先后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中

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割占香

港岛、九龙、租借新界，从而使香港地区处于英

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直到1997年回归祖国怀抱。

可以说，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是深港

两地人民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

（二）嘉庆志为研究深圳和香港客家移民

文化提供了参考依据

深圳和香港都是具有浓厚移民文化氛围的

城市，其中，客家移民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载体来了解客家移民文

化，村名就是其中之一。嘉庆志中专列了新安县

客籍村庄的名称，这些村庄分布于今天的深圳

和香港，透过这些村名，可以从侧面了解客家的

文化，为研究深圳和香港的客家移民文化提供

参考依据。村落之名，乃为村之代号，抑或为区

别村与村之间的标志。村名主要反映出独特的

自然环境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是以通名和专名

组成，通名反映了某一共同的类特征，数量较

少，主要以特定的字为名，而专名则体现了地名

的个性，数量较多。现就嘉庆志中所列客籍村

庄进行梳理，以通名为例进行分析，兹举其要者

列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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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风俗分类列举

风俗大类 风俗小类 内容

物质生活风俗
建筑 以土墙房屋为主

生存方法 农桑、商贾、渔业

精神生活风俗

礼仪 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信仰 尚巫信鬼

岁时节令
立春前一天迎请春牛芒神，第二天打牛迎春；元宵张灯作乐；正月十五后四天

“补天穿”；七月十四和冬至宰鸭祭祖；重阳节和清明节扫墓等。

社会生活风俗

旧族 有祭田，能够散发钱粮救济百姓

婚嫁
重视门第，不与贫贱者为婚；订婚礼为槟榔、蒌叶、茶、果之属，不迎亲，昏夕

即庙见；亲友来到新人夫妇家和喜酒，称为“打糖梅”。

称寿 自六十一开始，重一不重十

示了开放、兼容的移民文化精神。

（三）嘉庆志中包含着深圳和香港独特的

民俗资料

深圳和香港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

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风俗文化。所谓民俗，就是

在特定的地域、时代和民族中所反映的人民物

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志

中卷之二《舆地图·舆地一·风俗》对当地老百

姓的衣食住行、岁时风俗、婚嫁礼仪、祭祀礼制

进行了概述，主要内容如表5。

这些民俗都是深港地区人民在共同生活和

长期与自然进行斗争所形成的经验总结。深圳

和香港不仅固守传统进行农桑生产，而且还进

行渔业、盐业、采珠业等商贸生产，很早就具有

了经商氛围和开放意识。这些为我们研究深圳

和香港的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当今国

人的心目中，深圳是一座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的

现代化大都市，但是一提到传统，很多人就会

认为深圳自古就是一个“小渔村”，本没有太深

厚的文化传统。其实不然，我们从嘉庆志中记

载的深圳的一些民俗传统就可以看出，深圳自

古以来文化底蕴深厚，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但又有着独特的社会观念和风俗礼制。对于香

港，由于鸦片战争后曾长期脱离祖国怀抱，导致

少数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这些赓续文化传统的

民俗嗤之以鼻，一味追求西方所谓的“普世价

值”，这是非常悲哀的。其实，香港文化传统的

根脉深深埋在这些具有海洋文化、客家移民文

化、广府文化特色的民俗之中。

另外，嘉庆志中还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资

料，比如户口田赋、礼制祀典、诗词等内容，为

研究深圳和香港古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

方面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不一一赘述。

四、结语

嘉庆志的主修者舒懋官为一代贤士，在方

志纂修方面有极高的修养以及热诚之心，在他

的精心筹划和亲力亲为下，其他纂修者无不认

真对待，使嘉庆志的质量得到有力保证。该志体

例既沿自康熙志，同时也进行了诸多创新，内容

更为丰富、特色更为鲜明、细节更为考究，对研

究深圳和香港的古代历史、移民文化、民风民

俗等领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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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nnals of Xin’an County in Jiaqing
ZHANG Wei

Abstract: Compiled in the 24th year of Jiaqing in the Qing Dynasty (1819), the annals of Xin’an County 
in Jiaqing is the last official annals in ancient China to record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military conditions of Xin’an Coun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cluding most part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today). The major was Shu maoguan, the magistrate of Xin’an County at that time. Influenced by his 
family and his own talent, he was deeply interes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nnals. Combined with the 
changes of history and times, through his own field research, and on the basis of revising the old chronicles 
such as the chronicles of Xin’an County of Kangxi, he compiled a perfect and well-documented masterpiece. 
The style of Records of Xin’an County in Jiaqing is compendium. There are 24 volumes (exclud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volume), a total of 13 categories, and the length and content are nearly twice as much as that 
of Records of Xin’an County in Kangxi. Its innov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tyle is exquisite and the 
content is detailed;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umanistic history; Focusing on details, the narrative 
is accurate. Compared with the old chronicles, it can more clearly and accurately present the humanistic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Xin’an County. Records of Xin’an County in Jiaqing is one of the only two 
local chronicles recording the ancient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Records of Xin’an County in Jiaqing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field.

Keywords: Annals of Xin’an County in Jiaqing; SHU Maoguan; Shenzhen; Hong Kong; Culture


